
“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

———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思想遗产

陈其泰

【提要】 认真总结九十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思想遗产，是

反思以往和展望未来必须解决的问题。在“五四”时期，唯物史观的传播“风靡一世”，为我

们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历史信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建之初，李大钊等先驱者撰写的

论著，已鲜明地显示出“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学术品格。继之，郭沫若著《中国古代

社会研究》，“例示了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 长达十年的中国社会史论战，进步学者在科学

理论指导下，通过学术探讨和社会调查，批驳了错误观点，论证中国近代社会性质为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而秦至鸦片战争前为封建社会，这些正确结论大大鼓舞了人们的斗志，推进

了伟大的革命事业。至抗战时期，以翦伯赞、侯外庐、范文澜等为代表，一致明确地以“普遍

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为指导思想，从事理论创造和撰成一批力作，从而使以“革命

性和科学性相结合”为基本特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壮大、发展。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思想遗产 唯物史观的传播 李大钊 郭沫若古史研

究 中国社会史大论战 抗战时期史学 “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引 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走过了九十年的历程。对于这九十年的成就和教训应当作

怎样的基本评估，尤其是，九十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思想遗产，这

是我们今天总结以往和展望未来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在中国现代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景象是，马克思主义虽然是从外国传入的，但它与其

他“舶来品”大不相同，自从“五四”时期传入中国以后，即以传播迅猛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为其基本特点。在“五四”前后，马克思的学说受到欢迎的程度，确实异乎寻常。在短短几

年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刊物在大江南北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宣传马克思学说的书

籍也竞相出版。因此，曾经担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的杨端六在他撰写的《马

克思学说评》一文中，敏锐而中肯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在全国迅猛传播的特点:“以我国思想

界之迟钝，输入西洋之学说，殆莫不经过多少阶级( 段) 而始得其一知半解之理想，而社会

犹反对之。今不数年，而马克思之名喧传全国，上自所谓名士，下至初级学生，殆无不汲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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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马克思学说之宣播。”在“五四”时期，《新青年》、《中国青年》、《晨报》副刊、《民国日报》
副刊、《学灯》等报刊，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宣传唯物史观的重要阵地。《共产党宣言》、《哥达

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等书的译本都相继出版，还出版了一批日本河上肇、俄国普列汉

诺夫等人论唯物史观的著作，其中尤以河上肇的著作影响最大。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长
沙等地进步势力较大的高等学府，几乎都开设讲授唯物史观的课程，周恩来甚至在天津警

署的监狱中，还宣讲“唯物史观总论和阶级竞争史”、“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等。至“五

四”以后，更出现了一批由党内理论家和进步理论工作者写成的研究社会发展史的著作，至

20 年代末十年间数量多达 15 种，其中著名的有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 1924) 、李达的《现

代社会学》( 1926) 、邓初民的《社会进化史纲》( 1931 ) 。这些著作虽然深浅精粗各有差别，

但是有共同的特点: 运用唯物史观作指导，系统叙述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发展，努力阐明唯物

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唯物史观如此迅猛传播的情况，说明杨端六文章中所

描述的知识界人士“无不汲汲于马克思学说之传播”，确实恰如其分。稍后，顾颉刚也曾用

“风靡一世”①、“像怒涛一样奔腾而入”②来形容唯物史观对中国学术界影响之巨大。
以上史实和评论是 20 世纪思想史、社会史的重要史料，向我们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历史

信息: 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之后，立即受到知识界和社会人士的热诚欢迎，人们争先恐后地把

它作为分析中国社会、辨明学术问题的武器，作为观察未来前进道路的思想指南。之所以

如此，其中有极其深刻的原因，这就是，马克思学说传入中国，固然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

有密切关系，而更为深刻的原由是，处于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中国社会，经历了鸦片战争

以来一系列重大事件，证明无论是传统思想、维新思想、资产阶级革命思想都无法把中国人

民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沉重压迫下解救出来，只有马克思主义指引的发动工农大众进

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道路，才能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又一个深刻原因是，中国传

统文化中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辩证发展的观点、反抗压迫希望实现大同的进步思想等，构

成通向唯物史观的内在基础和桥梁，马克思主义作为继承人类一切优秀文化遗产的学说，

其中就包含着能为中国人自然地接受的思想品格，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理所当然地与中

国传统思想的精华相贯通。③ 正是由于上述两种原因，决定了自“五四”时期以后，经过先

进的人们的努力，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在中国社会、中国民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不仅指引中

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经过无数艰难曲折，使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且中国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工作者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现实社会和中国历史，不断探求真

知，坚决摒弃谬见，坚持不懈地创新理论和著书立说，因而把素称发达的中国史学推向了新

的发展阶段。正是由于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九十年的发展道路，留下

了一笔丰厚的思想遗产，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并且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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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辨》第 4 册《顾序》，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2 页。
《古史辨》第 7 册上编《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和辨伪》附言，第 64 页。
陈其泰:《传统思想的精华何以通向唯物史观》，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7 年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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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

依我的粗浅认识，始终坚持“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方向，以基本原理为指导，探

索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问题，总结其规律性特点，推进中国史学达到新的发展阶

段———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最为宝贵的思想遗产。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其创建的阶段①始，其先驱人物在对待将唯物史观理论运用于

中国历史实际上，就有两项明确的认识: 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这一理论，主要是依据

欧洲的社会和文化条件而得，它对认识社会、研究历史固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今日将这

一理论运用到中国，当然必须考虑中国社会的环境。二是，明确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任

务，是要创造性地将唯物史观的原理运用到中国社会的实际中来，必须正确解释中国历史

所走过的道路，正确认识现阶段中国社会之性质，以认清未来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这两

项认识统合起来，就是对“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自觉追求，李大钊、郭沫若和“新思潮

派”这些先驱者的实践，所体现的正是这种自觉的追求。
李大钊是“五四”时期最早传播唯物史观的先驱人物。1919 年 5 月，他在俄国十月革

命取得成功的鼓舞下，撰成《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刊登在《新青年》的“马克思研究”专号

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以后又相继撰成一系列文章，发表在《新青年》等杂志，如《物质变动

与道德变动》( 1919) 、《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1920) 、《马克思的历史哲

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 1920) 、《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 1920) 、《研究历史的任

务》( 1923) 、《史学要论》( 1924 ) 等。李大钊为宣传唯物史观作出的重要贡献有三项。首

先，是力求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作系统的介绍和全面的理解。李大钊论述马克思的学

说由三大部分组成，一是他的历史观，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 二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

义的经济论; 三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这三个部分互有紧密的关联，构成一

个有机的有系统的整体。关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李大钊根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

批判〉序言》中的论述，首次作出比较确切的介绍。② 李大钊还指出，马克思的学说也可能

有偏蔽或疏漏，但是，“小小的瑕疵，不能掩盖他莫大的功绩”; 对它可以作补充，但不能以

此为由“推翻马氏唯物观的全体”。③ 其次，尤为可贵的是，李大钊宣传唯物史观的出发点

和归宿，是要将这一革命的科学理论同中国社会的实践相结合，这就体现了中国的马克思

主义者在其开创的事业中突出具有的“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品格。在李大钊看来，

马克思的学说体现了科学的真理，但他并没有将马克思神化。他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得

出的结论，是与其学说产生的具体历史条件相联系的，因此不能任意照搬，刻板运用。他强

调:“一个学说的成立，与其时代的环境有莫大的关系”，我们不能生搬硬套，“不可拿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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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九十年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大的阶段: 从“五四”时期李大钊等先驱人物宣传唯物史观至

30 年代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为创建阶段; 抗战时期为壮大阶段( 解放战争时间短，可一并归入) ; 新中国前十七年，为

在严峻考验中发展阶段; 新时期以来为反思进取和繁荣阶段。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76—177 页。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选集》，第 191、1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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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

会”，总之，“我们批评或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记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

境”。① 这就提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必须与中国的社会和历史相

结合这一根本方向性问题。
因此，李大钊在有关“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明确指出:“主义的本性，原有适应实

际的可能性”。根据唯物史观的原理，“经济问题的根本解决，是根本的解决”，如果“不去

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他还初

步提出知识分子同劳动群众相结合的思想，指出要改造中国社会，“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

级打成一气不可”。② 在当时，同为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先驱人物陈独秀，于 1922 年

也在《马克思的两大精神》一文中提出，应当“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多种情

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③ 蔡和森则明确

地指出，我们所面临的最主要任务，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来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

策略和组织才行”。④ 李大钊和陈独秀、蔡和森这些先驱人物的上述论述与倡导，实际上已

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正确路线的初步表述。
最后，李大钊在从事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事业中，十分重视与史学工作结合起来，

阐明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于从根本上改造旧史学和开辟科学地研究历史的重大意义。他

于 1920 年在北京大学等校开设《史学思想史》课程，讲义内容包括《史观》、《今与古》、《鲍

丹的历史思想》、《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和理恺尔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

值》等题目。⑤ 李大钊指出历史资料与历史的区别: “吾兹之所谓历史，非指过去的陈编而

言。过去的陈编，汗牛充栋，于治史学者亦诚不失为丰富资考的资料，然绝非吾兹所谓活泼

泼的有生命的历史。”历史“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故纸，不是陈编，乃是亘过去、现在、
未来、永世生存的人类全生命”。⑥ 这对于当时的旧史界将历史文献看做历史本身，是一种

深刻的、很确切的批判。他强调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与以往研究的根本性区别，并阐述

进步历史观的指导对于推进历史研究的意义，指出:“从来的历史家欲单从上层上说明社会

的变革即历史而不顾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上层的变革，全靠经济基础的

变动，固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⑦历史观越进步，依据分析历史文献所得出的对

于客观历史的认识愈加深入，愈加接近于客观的历史，因此历史需要不断“重作”。这突出

地说明，唯物史观的理论为我们开辟了科学地认识历史的道路，但是对客观历史的认识不

能简单地一次完成，而是要不断探索，不断抛弃陈腐的、错误的见解，以达到更加科学的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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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选集》，第 195 页。
李大钊:《青年与农村》，《李大钊选集》，第 146 页。
陈独秀:《马克思的两大精神》，《陈独秀文章选编》( 中) ，三联书店 1984 年版，第 177 页。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 提纲) 》，载《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4 页。
人民出版社 1984 年出版《李大钊文集》时，已按《讲义》原先的顺序将这 11 篇收入。
李大钊:《史观》，《李大钊文集》( 下) ，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64、265 页。
李大钊:《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李大钊文集》( 下) ，第 3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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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郭沫若“例示了研究古史的大道”

郭沫若所著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运用唯物史观系统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开山

之作。这部名著酝酿和撰写于 1928 年到 1929 年。当时大革命刚刚失败，郭沫若流亡日

本，是在日本特务监视、生活困难、资料匮乏等恶劣条件下，发愤写成的。郭沫若把用唯物

史观指导研究中国历史同认清革命的前途直接联系起来，他说，“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

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他要用历史研究驳倒“国情特殊”论，证明“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

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要走世界各国共同的道路，以此鼓舞处于

困难时刻的国内人民看到未来的光明前途。同时他要探求中国历史发展所具有的特点，谱

写“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① 为此，他把进步历史观的指导同扎

实的文献考证功夫结合起来，他继承了清代学者实事求是的考证方法，继承了王国维等人

研究甲骨、金文的成绩，熔《诗》、《书》、《易》中纸上材料，与卜辞、金文中的考古材料于一

炉，赋予它们以新的意义，并且上升到系统分析社会生产方式和阶级关系的高度。这样，文

献、卜辞、金文这些原来似乎互相孤立的材料，都发生了联系，成为有用的活材料，殷周时期

的社会生产活动方式得以重现。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初版于 1931 年初，至 1932 年底印行了五版，这部著作之所以受

到如此热烈的欢迎，最重要的原因，即在于它标志着运用唯物史观作指导，使人们从探索古

代社会生产生活方式这一更高的层次，来认识古代社会，从而开拓了历史研究的新路径。
当时赞成唯物史观的学者发表的书评即中肯地指出:“郭沫若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要算是震动一时的名著。就大体来看，他那独创的精神，崭新的见解，扫除旧史学界的乌烟

瘴气，而为史学界开其先路的功绩，自值得我们的敬仰。”②当时，属于“新史学”流派史家的

张荫麟也十分称道郭沫若从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变迁的大背景来阐发历史的研究方

法。他认识到郭沫若提供的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历史的新范式具有开辟史学研究新

道路的意义，赞扬此书“例示了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③ 近些年，有的研究者对郭沫若提

出两项批评。一是认为书中存在公式主义毛病，生硬地套用唯物史观理论; 二是批评郭沫

若此后一再改变他对古代社会性质的看法。这种看法实则未能充分地考虑郭沫若当时所

处的历史条件。须知，郭沫若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第一人，所做的堪称是

创榛辟莽的工作，的确很不成熟。但当时的任务是证明唯物史观原理同样适合于指导中国

古史研究，中国社会的进程同样符合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这样才能帮助人民群众树立对

革命的信心。至于说郭沫若后来一再改变对古代社会性质的看法，这却是他不断进取的表

现，因为历史研究本来是十分复杂的事，应当允许在不断探索中勇于修正旧说。该书在史

学著作中第一次论证中国历史的发展经历了原始公社制—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被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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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 历史编) 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9 页。
嵇文甫:《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嵇文甫文集》( 一)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43 页。
张荫麟:《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大公报·文学副刊》第 208 期，1932 年 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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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世界潮流的近代中国社会这几个基本阶段。后来，郭沫若本人对于区分历史阶段

的时期曾有变更，但一直保持在这部著作中形成的基本看法，并且为进步史学界所接受。
郭沫若又于 1932—1935 年相继完成了《卜辞通纂》和《两周金文辞大系》两部重要著

作。以往视这两部著作的内容属于考古学、古器物学、古文字学范畴，因而少见有人将之与

郭沫若这一时期古史研究的进展联系起来论述。实际上，无论从研究的领域或研究工作的

思路而言，前后的联系是很密切的。《卜辞通纂》着重将甲骨卜辞史料作更加科学的分类

整理，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甲骨文分类新的体系，将全书正编所收录的 800 片甲骨史

料，分为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田游、杂纂八类，这就十分有利于用这些经过科

学分类的史料来研究商代社会状况。《两周金文辞大系》更是对两周金文、青铜器发展提

出完整体系学说的巨著，撰著的目的，是在“求铭文之历史系统和地方分类”。这两部著作

的范围和基础，诚然属于考古学和文献学，但若论其学术研究的层次和所建立的科学体系，

则是同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古代社会这一研究思路和认识高度直接相关的。因为作者

说得很清楚:“这在我是认为相当重要的一件事。因为要把这许许多多的古器的年代定妥

了，然后那器物本身和它的铭文才能作为我们研究古史的有科学性的资料。时代不分，一

团浑沌，除作为古董玩器之外，是没有方法利用的。”“文献学的研究，也应该借鉴于这儿，

不在第一步上把时代弄清楚，那是不能开步走的。”①显然，正是由于从事《中国古代社会研

究》的撰著，运用唯物史观作指导，要把卜辞和金文作为研究殷商和西周社会生产和生活方

式的史料，因而有力地推动作者进一步从事确定两周青铜器年代的研究。其取得的研究成

果的重大意义，是第一次提出青铜器分类的系统学说，改变了以往“以器为类”的古董鉴赏

或著录习惯和孤立考证铭文的方法，而以年代为顺序，整理出金文的历史系统和地域分类。
郭沫若把殷周青铜器分为四个时期，“无论是花纹、形制、文体、字体，差不多保持着同一步

骤”。一是鼎盛期，相当于殷代及西周文、武、成、康、昭、穆诸世。二是颓败期，大率起恭、
懿、孝、夷诸世以迄于春秋中叶。三是中兴期，自春秋中叶至战国末。四是衰落期，自战国

末叶以后。② 郭沫若形象地讲他所构建的体系，是找到了青铜器“历史的串绳”。又在《古

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中，称自己所做的是“凿穿混沌”的工作:“我自己费了五六年的研

究，得到了一个比较明晰的系统，便是我所著录的《两周金文辞大系》的《图录》和《考

释》。……我一共整理出了三百二十三个器皿，都是铭文比较长而史料价值比较高的东西，

两周八百年的混沌似乎约略被我凿穿了，从这儿可以发展出花纹学、形制学等的系统，而作

为社会史料来征引时，也就更有着落了。”③《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

大系》等著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郭沫若不仅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物，而且得

到许多历史学者、考古学者的赞誉。如唐兰说:“后之治斯学者虽有异同，殆难逾越。”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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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郭沫若:《青铜时代·青铜器时代》，《郭沫若全集》( 历史编) 第 1 卷，第 610 页。
郭沫若:《青铜时代·青铜器时代》，《郭沫若全集》( 历史编) 第1 卷，第605—606 页。按，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编

序说中则分为滥觞期、勃兴期、开放期、新式期四期。
郭沫若:《十批判书》，《郭沫若全集》( 历史编) 第 2 卷，第 10 页。
唐兰:《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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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史论战中经受考验

创建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受的一次重大考验，是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初的中国

社会史大论战。这场大论战持续将近十年，主要讨论了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中国

农村性质三方面的问题。论战的原因，是中国大革命由形势一片大好到突然失败，人们陷

入迷茫，为了寻找中国革命的正确出路，首先必须认清中国现社会的性质。论战的直接导

因，是 1928 年 10 月陶希圣在《新生命》杂志发表的《中国社会究竟是什么社会》引起的。
1929—1930 年，王学文、潘东周等在《新思潮》杂志上著文论证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托派分子严灵峰、任曙等人在《动力》杂志上著文断言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
1932—1933 年这一论争扩大到史学界，展开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1934—1935 年进一

步开展了中国农村经济性质的论战，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等在《中国农村》杂志上撰文

论证中国农村经济的半封建性质，王宜昌、张志澄等人在《中国经济》杂志上发表文章认定

中国农村已经是资本主义占了优势。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长和中国革命道路的

认定来说，这场几乎长达十年的大论战都是至关重要的，从当年论战结束至今，相关的研究

成果已有不少，①这里只想简要谈谈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所突显的“革

命性和科学性相结合”的风格。
明确认识中国社会性质，是把握中国革命前进方向的关键问题，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

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关键问题，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最大收获，是马克思主义

社会科学工作者坚持以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作指导，坚持对中国社会现实做深入分析和概

括，通过论战有力地驳斥了错误的观点，明确近代中国社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这

是当时这场论战的最大收获。陶希圣在《新生命》杂志发表文章的主要论点是“中国封建

制度破坏论”，他认为中国社会自春秋战国以来早就脱离了封建制度的范围，中国早已不是

封建社会了。他说:“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有商业、有官僚，已足够证明当时封建制度的崩坏

了。”他认为，自秦汉至清朝，中国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又说，自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

社会性质“是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② 这些论断，显然是企图否定中共

“六大”所作出的中国当前社会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的正确分析。托派分子严灵峰、任曙也发表文章，企图否定中共“六大”所作的正确分析。
严灵峰在《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序言中说:“中国目前是个资本主义社会。”任曙的言论与之

如出一辙，他在《中国经济研究绪论》中也说: “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国

家了。”针对“动力派”的上述错误观点，“新思潮”派学者集中在三个问题上进行驳斥: 一是

如何认识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进程的作用; 二是如何看待封建势力在中国的地位; 三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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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战结束不久，何干之即于 1937 年先后著成《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 1937 年 1 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 和《中国

社会史问题论战》( 1937 年 7 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 ，后均收入《何干之文集》第一卷( 北京出版社 1994 年版) 。
又有周子东、杨雪芳、李甄馥、齐卫平编著《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 知识出版社 1987 年版) ; 温乐群、黄冬娅

著《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4 年版) 。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新生命书局 192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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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正确估计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他们在发表的文章中举出一系列确凿的事实，

作了有力的论证，指出: 我们固然应当看到帝国主义在中国造成了资本主义的关系，扩大了

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更重要的是，“帝国主义的目的，是在把中国变成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庸，

变成它们的原料出产地，它的商品市场，它的投资地所在，所以它不但不能帮助中国资本主

义的独立发展，而且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研究中国的地主，尤其重要的是应研究

他们怎样剥削中国的农民。“在中国农村里，土地的所有权虽是集中到地主阶级的手里，但

是土地的使用权却是分散给千百万农民的。……难道这同过去的封建时代地主与农民的

关系有什么根本的区别? 利用新式生产技术，雇佣工资劳动者经营自己的土地，这是资本

主义化的地主的唯一记号。然而正是这种记号是中国地主所没有的。”①“新思潮”派学者

进而指出，外国资本与中国民族资本的关系，实质是统治与附庸的关系，中国民族资本处处

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它们( 外国资本) 就是这样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剥削中国的民

众。”“它只破坏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生产力，而不能发展生产力。”②以上三项正是认识近

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关键，从帝国主义所处的操纵地位来看，从农村中封建地主剥削的严重

状况来看，从中国民族资本遭受帝国主义压迫、根本不可能顺利发展的状况来看，中国目前

绝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只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新思潮”派为代表的马克思

主义社会科学工作者通过在公开报刊上的大论战，批驳严灵峰、任曙之流企图否定中国革

命正确路线的错误理论，通过论证，在思想文化界确立了“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这一确定的概念，就为确定中国革命的方针、政策奠定了基础，因而是中国社会性质

论战的最大收获。正如何干之在论战刚结束不久的 1937 年所作的总结:“收获最大且渐渐

广播于一般人的思维中的是，社会性质的论战。在 1927 年后政治退潮期所掀起的关于这

个问题的论争，经过‘新思潮派’、‘动力派’以至其他个别研究，或集体讨论; 又经过 1934
年以后‘中国农村派’和‘中国经济派’的论辩，尤其这几年来中国经济情报社及其他经济

学者的努力，这问题已经下了最后的奠基石。正如沈志远先生说:‘现在你随便拉住一个稍

稍留心中国经济问题的人，问他中国经济性质如何，他就毫不犹豫地答复你: 中国经济是半

殖民地半封建性经济。’( 《新中华》第 3 卷第 13 期第 15 页) ”③

中国社会史论战是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直接延续，因为要正确认识中国的社会性质，

就不能不研究中国社会是如何发展到今天的。正如何干之所作的回顾: “为了彻底认清目

前的中国社会，决定我们对未来社会的追求，逼着我们不得不生出清算过去社会的要

求。……这一场论争所涉及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由目前的中国起，说到帝国主义侵入

前的中国，再说到中国封建制的历史，又由封建制说到奴隶制，再说到亚细亚生产方法。所

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决定未来方向而生出彻底清算过去和未来的要求。”④论战的实质是如

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剖析中国的历史。所涉及的是三大问题，一是战国秦汉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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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云( 张闻天) :《中国经济之性质研究》，《读书杂志》第 1 卷第 4、5 期( 1931 年 8 月) 。
刘梦云( 张闻天) :《中国经济之性质研究》，《读书杂志》第 1 卷第 4、5 期。
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何干之文集》第 1 卷，北京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87 页。
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何干之文集》第 1 卷，第 1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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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是什么社会? 是商业资本社会，还是封建社会，或是别的什么社会?

二是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指什么? 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如何定位? 三

是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社会; 如果存在，它存在于什么时代? 上述三个问题并非并列，

而是有主次之分，与现实关系最为密切的、战国秦汉以后到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性质问题

居于中心的位置。论战主要以《读书杂志》为阵地展开，该刊于 1931 年 8 月至 1933 年 4 月

相继出版了四个《中国社会史论战》专辑，标志着论战的高潮。
论战中形成了以陶希圣及其支持者王锡礼、刘仁静、胡秋原、杜畏之等人为一方，主张

“秦以后属非封建社会”; 以“新思潮”派学者王昂( 王学文) 、刘梦云( 张闻天) 、潘东周、朱
新繁、吴黎平等为另一方，主张“秦以后属封建社会”。陶希圣及其支持者主张中国的封建

社会在战国时代已经崩坏，秦以后的中国虽然还存在封建势力，但已经不是封建社会，商业

资本、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封建社会起到解体作用，因而是商业资本统治的社会。他们还把

战国以后产生的中央集权、官僚政治，作为否定封建社会存在的另一主要根据。这些观点

受到“新思潮”派学者的批评。他们指出: 春秋战国时代商业资本的发展的确对封建领主

制起了瓦解作用，但它没有能够破坏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 在秦汉以后的漫长岁月中，商业

资本始终没有摆脱它的隶属性。商业资本只能依附于其他生产方式来发挥其剥削和破坏

的机能，而不可能创造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他们论证，秦汉以后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特

征是，土地所有者从独立生产者农民身上用超经济的压迫，以榨取其剩余劳动。具体的表

现有: ( 1) 地主征收占农民农产品收入 50%—70% 的地租; ( 2 ) 地租之外的各种贡纳; ( 3 )

徭役制的残余等。① 过了七十多年后，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可以看得更清楚，进步的社会

科学工作者在论战中充分地论证秦以后中国社会性质是封建社会这一认识，是又一项重大

的理论收获。总之，经过这场大论战，中国在鸦片战争前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和鸦片战争后

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正确观点扩大了影响。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有力批驳，热

闹一时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论终于销声匿迹。对于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和社会基

本矛盾的正确分析，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新民主主义时期革命纲领的基础。诚如黎澍所说，

论战以前，党的领导机关虽然对中国社会性质有正确的提法，“但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经

过后来的一番论战，至少是在一定范围内公开进行了关于各个问题的讨论，使人们对它的

现实意义有了认识。”又说，关于中国革命的反帝反封建性质的规定，“如果不对中国历史

作一番切实的研究，用丰富的事实加以说明，就很难为中国人所理解。所以进一步研究中

国历史，对于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从而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无疑具有重大

的意义。”②

重视深入的社会调查，是进步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论战中的出色之举。1933 年至

1935 年开展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是前几年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直接延伸，论战双方

各以《中国农村》杂志( 1934 年 10 月创刊，主要撰稿人有陈翰笙、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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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李根蟠:《中国“封建”概念的演变和封建地主制理论的形成》，《历史研究》2004 年第 2 期; 陈其泰主编《中国马克思

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82—87 页。
黎澍:《再思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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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和《中国经济》杂志( 1933 年创刊，主要撰稿人有王宜昌、张志澄、王景波等) 为阵地进行

论战。《中国农村》杂志在《发刊词》中宣告其办刊宗旨: “根据我们的目标来研究农村经

济，最根本的问题是要彻底地明瞭农村生产关系和这些关系在殖民地过程中的种种变化。
简单地说，就是要寻找那些压迫中国农民的种种因子”，争取“民族翻身独立的一日”。进

步学者针对“中国经济派”所持的错误观点展开批评，集中地论证帝国主义究竟如何维护

中国农村的封建统治，农村中的阶级关系、租佃关系、雇佣关系和商品生产状况究竟如何等

重要问题，因而大大深化了中国农村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认识。“中国农村派”学者对

农村实际情况作了深入的调查。陈翰笙①利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名义、经费等

有利条件，带领一批爱国的有志青年，先后在东北地区、江苏无锡、河北保定、河南许昌、山
东潍县、安徽二十里堡和广东的 24 个县进行农村调查。陈翰笙领导的调查工作的指导思

想，是以考察生产关系为重点，力求从把握农村社会性质的基础上来认识农村现状，寻找改

造农村的根本道路。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将调查所得资料整理出来，写成文章

和专著。《中国农村》专门辟有“农村调查”一栏，发表经过整理的调查材料，同时还开辟了

“农村通讯”、“农情汇纂”栏目。深入的农村调查大大深化了对中国农村半殖民地半封建

性质的认识，提高了进步学者的论战水平，并对青年读者产生了巨大的教育作用，帮助他们

认清中国革命的前途。读者陈晖以《献给〈中国农村〉》为题发表感想，称赞《中国农村》能

“勇敢地面向真理”，所刊载的调查和文章是“正确的理论与精确的事实的结晶”。② “中国

农村研究会”进行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在培养和锻炼党的理论骨干方面也取得卓著的成绩。

四、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抗战中壮大

八年抗战是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最终打败万恶的侵略者、取得民族解放彻底胜利

的关键历史阶段，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也是意义重大的壮大时期。八年抗

战，环境极其艰难，却为什么能够实现壮大发展呢? 这首先是因为，创建时期先驱者的探索

成为继续前进的基础。其中主要的就是: 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把握其实质，体会其精神，要与

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切忌刻板的运用; 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著作要达到新的境界，绝不能同于

旧史著只满足于史料的考订或历史表象的罗列，而是要探究历史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尤

其要阐明各个时期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写出中华民族所走过的道路，帮助人们认清历

史前进的方向。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壮大更为重要的原因，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史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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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陈翰笙( 1897—2004) ，江苏无锡人，1915 年赴美留学，1921 年在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取得硕士学位后，又到德国柏林

大学东欧史地研究所攻读，1924 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时年 27 岁。1925 年由李大钊介绍，陈翰

笙与第三国际建立了组织联系，1927 年去苏联，在共产国际的农村运动研究所工作。1928 年回国后，受蔡元培聘

请，到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职，不久所长杨端六因病离职，由蔡元培兼任所长而由陈翰笙负责主持所内实

际工作。1933 年 6 月，陈翰笙、孙冶方、吴觉农、孙晓村、冯和法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研究会”，陈翰笙被推选为

理事会主席。
《中国农村》1935 年第 1 卷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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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抱的志向和殚精竭虑作出的努力。在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工

程也大大向前推进了，其具有历史意义的标志，便是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时期形成，它不但对

指导政治斗争、军事斗争有重大意义，对于指导文化工作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在当时条件

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主要集中于重庆和延安两地，在重庆是以郭沫若、翦伯赞、侯外庐等

人为代表，在延安是以范文澜为代表。最发人深思的事实是，不管他们活动于什么样的地

区，也不管从事研究的领域是关于历史理论的探讨，或是通史、断代史、专史的研究，他们都

共同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为鹄的，以此推进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以此作为“重写历史”的指导思想。为此，他们克服了因战争环境造成的种种困

难，写出了在现代史学史上广受称誉、影响深远的著作。因而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具

有的“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学术品格更加内涵丰富，更加光彩焕发。
我们试以翦伯赞、侯外庐、范文澜在抗战时期的史学成就略加分析。翦伯赞曾积极参

加了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于 1930 年夏撰写了《中国农村社会的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之

划分》，发表在北平《三民半月刊》上，此后又撰写了长文《前封建时期之中国农村社会》
( 上、中、下三篇) ，连续发表于同一刊物。抗战爆发不久，他著成《历史哲学教程》，于 1938
年在长沙出版，很受读者欢迎，次年又在桂林再版。该书是我国第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的系统论述历史哲学的著作，共六章，分别从历史科学的任务、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历史

的关联性、历史的实践性、历史的适应性、关于中国社会形势发展史问题等方面论述，以其

理论的新颖、批判的精神和对历史前途饱满的热情，给处于国难关头的读者尤其是广大青

年以巨大的启发、鼓舞。该书突出的理论价值主要有二。首先，是深刻地论述“历史发展的

一般性与特殊性之辩证的统一”问题。作者指出: 历史科学研究两项主要任务，一是从复杂

的社会现象中“发见那支配人类历史的合法则性”，二是又要运用这一合法则性为指导，

“把历史的具体性复现”。“必须从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和其特殊性的统一探究中，才能复现

各民族与各时代的历史的具体的内容。……不仅从多样性的具体历史中，抽出其一般性，

而且还要从其一般性中，去认识其特殊性。即同时必须辩证法地顾及到各个时代和各个地

域之历史的特殊法则。”①又论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有“反作用性”，强

调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历史的发展，不是唯一的经济的发展，而是经济基础与其所反映的

意识形态之在历史上之统一的发展”。② 其次，是书中鲜明地体现出批判的、革命的、热烈

追求真理的精神。对于国内外有意曲解唯物史观理论或曲解中国历史的错误观点，作者一

一给以有力的批驳。
翦伯赞进而于 1943 年发表《略论中国史研究》一文③。分别论述了 9 项问题，如:

( 一) “一部二十四史从哪里读起?”讲治史要用“新的研究方法”，但不是高谈方法论，而是

应该带着这进步的方法论，“走进中国历史资料的宝库，去用历史资料来考验方法论”。
( 二) “看看大汉族以外的中国”，讲反对中国史研究中的大汉族主义。( 三) “再看看中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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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2 页。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第 152 页。
《学习与生活》第 10 卷第 5 期( 1943 年 5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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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世界”，讲“必须注意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联”。( 四) 讲“中国史发展是遵循着世界史

之一般法则; 但同时，也切不可抹杀中国史自己所独有的特殊性”。……这些都表明著者对

推进历史学的科学性的认识又获得可喜的进展。1943—1944 年，翦伯赞著成《中国史纲》
第一、二卷，①第一卷为“史前史、殷周史”，第二卷为“秦汉史”，两书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

对古代历史作了提纲挈领的论述，体现出著者所指出的“从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和其特殊性

中”进行探究，以“复现各时代历史的具体内容”的方向，至今对我们仍有启迪意义。②

侯外庐在从事史学研究以前，曾以十年时间研究、翻译《资本论》( 1927—1937) ，并于

1936 年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译本。③ 1930 年侯外庐由国外归来不久，即经历了国内理

论界热烈展开的社会史大论战。他读到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充分肯定它是中

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拓荒之作，开辟了“科学的中国历史学的前途”。侯外庐总结了这场

论战存在的两个缺点。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未能融会贯通，很好地用来分析中国历史的

特点; 二是不少论者缺乏足以征信的史料依据。因此他确立了本人治史的根本原则，是在

唯物史观理论指导下对文献作深入的考辨、诠释，来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用他自己

的话来说:“我个人对这门科学探讨了十五年，在主要关键上都作过严密的思考，对每一个

基础论点的断案，都提出自己的见解。但是我自己从事这项研究工作是有依据的，一是步

着王国维先生和郭沫若同志的后尘，二是继承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战的绪统，我力求在这两

个方面得到一个统一的认识。”④由此，他于 1941 年在重庆著成《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一

书，⑤提出了一套独特的理论主张，即“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路径说”，认为: 中国古代进入文

明的途径与希腊、罗马不同。希腊、罗马是属于“古典的古代”，中国则属于“亚细亚的古

代”。二者在本质上都是奴隶社会。“古典的古代”走的是革命的路径;“亚细亚的古代”走

的却是改良的路径。“前者是所谓‘正常发育’的文明‘小孩’，后者是所谓‘早熟的’文明

‘小孩’，用中国古典文献的话来说，便是人惟求旧、器惟求新的‘其命维新’的奴隶社会。
旧人便是氏族( 和国民阶级相反) ，新器便是国家或城市。”⑥按照这一基本观点，马克思主

义所阐述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具有普遍性，适用于东方和西方国家，但是不同的国

家、民族，又有不同的途径。“古典的古代”，是从家族到私产到国家，新旧社会之间可以有

截然的界限，国家产生以后，氏族制就不存在了。而“亚细亚的古代”，则是从家族到国家，

国家混合到家族里面，就是所谓“社稷”。前者是新陈代谢，新的冲破了旧的，这是革命的

路线; 后者却是新陈纠葛，旧的拖住了新的，这是维新即改良的路线。在殷周社会之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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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中国史纲》第一卷，五十年代出版社 1943 年版。《中国史纲》第二卷，大孚出版公司 1947 年版。
如第二卷“秦汉史”注重叙述秦汉不同时期经济状况、土地制度、社会关系变化的动态过程，分别在“土地所有制的

关系之变化与农业”、“土地再分配·农民复员与农村关系的恢复”、“土地兼并与农民离开土地的过程”、“土地分

配与农业生产的向上”、“土地兼并·赋税·徭役与农民的赤贫化”等题目，论述秦、西汉、东汉不同时期的土地关

系、农民经济地位及社会状况的变化。
上册于 1932 年 9 月由北平国际学社《世界名著译本》出版，后又出版中、下册。成为《资本论》第一卷在我国第一次

出版的中文全译本。第一卷译完之后，侯外庐又继续译出第二卷绝大部分章节和第三卷《地租》一章，未出版。
侯外庐:《韧的追求》，第二章“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三联书店 1985 年版，第 224 页。
此书于 1955 年再版时，改名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
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自序》，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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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了新的内容，却保持了旧的氏族制的形式，并且造成血缘关系在长期中国历史中一直

保持很深的影响。对于侯外庐提出的这些理论主张，白寿彝给予了高度评价，他称《中国古

代社会史论》一书应是最能代表侯外庐史学成就之作，“反映了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发展到新的阶段，外庐同志的著作是这个阶段的标志”。① 侯外庐专攻的是中国思想史。
他于 1942 年底撰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以后经过补充、修订，改称《中国思想通史》第

一卷。至 1944 年底，又著成《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1947 年以后，以侯外庐为主，并与赵

纪彬、杜国庠、邱汉生等合作，于 1949 年著成《中国思想通史》第二、三卷，论述两汉及魏晋

南北朝思想。
范文澜在抗战以前任教于天津、北平各大学，著有《群经概论》、《正史考略》、《文心雕

龙注》等著作，是一位“国学名家”。但是，不断高涨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潮流，却推动他走上

革命道路，特别是由于抗日战争爆发，他在开封河南大学毅然组织抗战训练班，满腔热情地

投身于抗战动员和宣传工作，并针对抗战时局撰写了一系列时评文章。不久，范文澜参加

了新四军，在豫南一带从事抗战宣传和统一战线工作，在当地游击区的同志中，被誉为“文

武双全的民族英雄”。② 1939 年冬，根据党组织的决定他从中原游击区到达延安，不久，便

接受了党中央的任务，主编一部中国通史，以供干部学习之用。1941 年和 1945 年，范文澜

相继著成《中国通史简编》( 延安版) 和《中国近代史》( 上册) 。这两部书之所以成为中国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著作，关键的原因，是范文澜对于唯物史观的精髓，对于“普遍原理

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治史方向，有精深的造诣。他到达解放区后，如饥似渴地学习马

克思主义理论，而且是结合火热的革命斗争学习的。到了延安，他更是投身于革命的大熔

炉之中。这一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毛泽东许多指导抗日武装斗争和统一战

线发展、论述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历史与经验教训，论述抗日战争发展和未来新

民主主义政权建设、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著作，都是在这一时期发表的。
1942 年，延安开展了著名的整风运动，反对长期为害党内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

路线，在全党范围内确立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方针、路线、策略的认识。正确认识这

样的大环境对于范文澜撰写出“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成功史著是极为重要的。正是

因为范文澜在历史观和方法论上得其精髓，达到升华，他的著作才成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

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历史学领域的出色代表。以前他所熟悉的经史典籍，如今以科学

历史观作指导，处处能获得深刻而独到的理解，并且“运用自如”。
范文澜在 1941 年和 1942 年所写两篇文章，突出体现了他以“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结合”

为目标从事历史研究的风格。1941 年 5 月，他为《中国通史简编》所写的《序》中，开宗明义

强调必须通过研究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了解这两个历史的共同性和特殊性。只有真正了

解了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才能真正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

目标前进。③ 次年 3 月，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组织学习了关于“古今中外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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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外庐同志的学术成就》，《史学史研究》1989 年第 1 期。
铁夫:《范文澜先生》，《中国青年》第 1 卷第 10 期，1939 年 10 月。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序》，《中国通史简编》( 上册) ，延安新华书店 194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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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从如何研究党史的角度，论述马克思主义者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反对孤立地、静止

地、主观片面地对待事物的态度。范文澜对此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深刻体会到“古今中外

法”是言简意赅地概括了唯物论和辩证法之发展的、联系的、全面的、辩证分析的思想方法

之精髓。他写了《古今中外法浅释》一文( 发表于 1942 年 9 月 3 日的《解放日报》) ，作了深

入浅出、扼要中肯的阐释:“什么是古今中外法? 我想，就是运用马列主义分析方法去正确

解决问题的必要程序。古今中外是指分析一个问题的过去的现在的，也就是从时间( 古

今) 和空间( 中外) 限界以内，历史的全面的来认识客观的现实，而分析的目的在于发现客

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我们研究一个问题，如果细心地从它

的历史发展过程看，从它的当前具体情况看，从它的内在基本特征看，从它的周围相互关系

看，四个条件具备，问题的面貌和性质，大体是看清楚了。问题清楚以后，即分析过程完了

以后，再做一番综合功夫，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这就是马列主义处理问题的

态度和方法。”①范文澜之所以能够写出两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功之作，关键正在于他掌

握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活的灵魂，并用以指导对古代史和近代史的研究。对于范文澜在

延安时期撰成的这两部著作的价值，戴逸曾作过很恰当的评价: “范老的这两部书，写作于

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这时，中国共产党已走过了饱经忧患的幼年时代，逐渐走向

成熟，毛泽东思想已在全党确立了领导地位，中国革命正在大踏步走向胜利。……在这个

时候，我们党不仅在政治上成熟了，理论上有一整套正确的理论，对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对

中国的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经过长期争论，研究，有了比较正确的一致的认

识。在这样的形势下，写作一部科学的、系统的中国历史，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才有了可能。
范文澜同志正是在这个形势下，这个时代，这种条件下投入了极大的力量，经过了艰苦的劳

动，呕心沥血，创作了这样两部杰出的著作，《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这样两部

书，当然是范老个人的作品，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时代的要求，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它集中

了当时革命者的许多智慧，第一次系统地说出了革命者对中国历史的全部看法。对于范老

的作品，他的为人，对他的评价，要放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之中才能更好地理解。”②

以上简要论述翦伯赞、侯外庐、范文澜三位有代表性史家的成就，说明“普遍原理与中

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正是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共同特色。这一特色，上承创建时期

已经鲜明地体现出的对“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学术追求，下启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

主义史学发展的方向。至此，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五老”，都已作出重要的建树。新

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学术界居于的领导地位，绝不是靠行政力量扶持而形成的，

而是马克思主义史家撰写的史著达到与旧时代史书迥然不同的学术水平，尤其是它们共同

体现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正确方向被人们所公认、所赞同，因而得到由衷

的拥护。郭沫若继其 30 年代的成就之后，在 40 年代又撰成《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等著

作。翦伯赞的理论著作和古史研究，为其新中国成立后主编《中国史纲要》奠定了学术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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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全集》第十卷，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79—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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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和学术基础。侯外庐及其合作者的成就，至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一个受到公认的很有影响

的学派。范文澜在 50 至 60 年代，以其延安版的《中国通史简编》为基础，进行修改、重写，

完成了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先后发行几万册，成为一代又一代读者必备的历史读物。
《中国近代史》( 上册) 则被评价为“用新的历史观点给系统地研究中国近代史开了一个头，

它的某些看法长期影响到学术界”。① 吕振羽在 30 年代撰成《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和《殷

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之后，至 40 年代又撰著《简明中国通史》，同样受到广泛欢迎。
“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是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共同努力的目标，它

开辟了中国历史学不断提高科学水平的正确道路。诚然，它并非已经达到了完善的地步，

而是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探求新知。在当时，由于处于战争环境，时局动荡，物质条件匮乏，

图书资料不足，还有由于对观点运用不够熟练或撰写时间的匆促，此种种原因自然会造成

存在诸多不足。范文澜于 50 年代初从事通史修订工作时，曾经以严格自我批评的态度检

查原著存在的缺点，主要是“非历史主义的观点”，对于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在一定历史

条件下所起的推动历史的进步作用论述不够，如对秦始皇统一中国和创设制度的重大意

义，没有做适当的分析。再者，是书中“有些地方因‘借古说今’而损害了实事求是的历史

观点”，如论述三国历史时，“借吴蜀联合拒魏来类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借孙权来类比国

民党反动派破坏统一战线”，不合历史事实。② 这些自我批评表明范文澜严格自我解剖的

精神，是极可尊敬的，这也是掌握唯物史观的成熟的学者以更高的科学标准要求自己的表

现，正是这种态度，保证他在 50 至 60 年代所做的修订工作达到预期的目标。而范文澜自

我批评所讲到的缺点，比起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所取得的成就来，显然只属于次要的问

题。绝不能因为范文澜严格作了自我批评，就夸大存在的缺点，尤其不能影响正确评价抗

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努力贯彻“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方向的正确和所

取得的巨大成绩。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建时期和壮大时期所突出具有的“革命性和科学

性相结合”的学术品格，是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后来的学者对此大力发扬，因而保证了 50
至 60 年代虽然经历严重曲折而仍然获得显著的发展，并在新时期中谱写出新的出色篇章。

( 作者陈其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 邮编: 100875)

( 责任编辑: 吴 英)

( 责任校对: 吴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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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fully summarizing the thought heritage of Chinese Marxism Historiography lasting for
ninety years is a problem that must be solved in rethinking the past and looking ahead． I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period，historical materialism was widely spread，which provided ex-
tremely valuable history information． At the beginning，works written by the precursors such as Li
Da-Zhao，had clearly shown the academic character of“combina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and sci-
entific nature”． Next，the work Study on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written by Guo Mo-ruo demon-
strated a paradigm for studying Chinese ancient history． During the Debate on Chinese Social His-
tory lasting decades，progress scholars criticized erroneous views and proved China's modern so-
cial nature of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society． They also proved that feudal society is from
Qin to Opium Wars through the academic study and social survey． These correct conclusions
greatly inspired people morale，and propelled the great revolutionary course． To Anti-Japanese
War，Jian Bo-zan，Hou Wai-lu and Fan Wen-lan etc．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theory innovation
and persisted in“combining general principle with the reality of Chinese history”as a guiding ide-
ology，and made Chinese Marxism Historiography which was characterized by“combina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and scientific nature”gr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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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history is a new field of historical teaching and research． It is a new approach to the his-
tory research from all possible scales，or even from the universal scale． Big history is also an inter-
disciplinary study． It is associated with universal and world history，as well as a complement to
traditional historical research． The exploration of big history can meet people's spiritual，psychical
and social needs，and help people better know them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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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Yifei

The little ice age-type impacts ( LIATIMP) is a new approach to the witchcraft research of
the Early Modern Europe． LIATIMP makes the climate anomaly and climate change re-enter into
the academic debate，which highlights people's needs，despair and collective fears under the im-
pact of the climate anomaly of the little ice age． LIATIMP does a good research for the importance


